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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庄共同体是英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其走向衰落应该是以村庄中公共权利全部丧失为标志的。而

这种公共权利的丧失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土地上公共权利的丧失，即未开垦的土地等集体财产权以

及在开垦地上捡拾庄稼和公共放牧权利的丧失；另一方面是指，村民管理村庄事务的公共权利的丧失，即村民平

等参与以及独立管理村庄事务权利的丧失。前者是伴随着公地制度的被破坏开始丧失的；后者则是随着农民的分

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村庄被纳入到了国家(或者王权)的地方行政组织后丧失的。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进一

步明确了村庄共同体这一乡村基层组织走向衰落的真正推动力，既不是圈地运动的结果，更不是资本家的掠夺所

致，而是个体农民力量的普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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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共同体是英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无

论是在漫长的中世纪，还是在近代社会早期，村庄共

同体在组织农业生产、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以及领导

农民抵抗外来压迫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

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姆雷·德·阿弗莱所说：“村庄共

同体它确保了乡村的人们从遥远的时代就开始拥有自

由、平等和秩序。”[1](63)但是，到了近现代社会，在各

种因素的冲击下，这一乡村基层组织不可避免地走向

了衰落。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英国村庄共同体衰落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

研究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争议较大。就国外学者而

言，大体上持这样几种观点：一种是否定的，代表人

物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法兰。他否认村庄共同

体存在的合法性并指出，“村庄共同体作为一个真实 

而有意义的实体，从来就没有在中世纪的英国存在 

过”[2](162−163)。他认为，在 13 世纪以后的英国乡村根

本不存在什么共同体，在那里是由一些个体小农持有

土地的，他们摆脱了家族和共同体关系的束缚，在追

求着一种原资本主义 (proto-capitalistic) 的生产方    

式 [3](333−349)。既然没有存在过，那么又何谈衰落呢？

但麦克法兰等人的观点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以拉

夫提斯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就坚持认为，村庄共同体

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黑死病以前还一度较为兴盛，

但黑死病爆发后开始走向衰落。在他看来，黑死病不

仅让许多的村民丧生，而且还激起了幸存者一种极端

的个人主义，正是这种个人主义最终摧毁了村庄共同

体 [4]。达文特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黑死病之后，

村庄内部的公共关系开始变得微弱了，“由于个体的利

益和活动大于集体，因而导致了村庄原有的凝聚力，

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以及乡村生活中的互助关系都

在逐渐的褪色”[5](274)。以希尔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学派也同样认为，英国村庄共同体的衰落是从黑死病

之后开始的，但他们认为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地

持有的不平等所致[6](20−36)。经济—社会史学派的代表

人物克里斯托夫·戴尔则认为，英国的村庄共同体走

向衰落的原因是由于农民的内部分裂所致[7](168−190)。

“这种分裂发生在 14 世纪晚期以及 15 世纪，并且当

人口波动以及农业变革发生时，这种分裂变得愈加的

明显。”[8]后者的观点被看作是对中世纪乡村社会的一

种客观反映，主要流行于 20 世纪中后期。但这一观点

却受到了著名学者布鲁姆的挑战。他认为，英国村庄

共同体的衰落原因是“源于 18 到 19 世纪政府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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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敞田的圈占，这种圈占促进了公有地的瓜分。这

些农业改革打击了公共组织的基础——集体所有制

——由全体村民共同使用公共土地以及敞田制下的公

共耕作”[9]。 

国内学者对英国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研究较少，学

术界关注的也不多。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老一

辈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公有制为

衡量标准，认为英国村庄共同体的衰落是从中世纪早

期开始的。例如，朱寰认为，从 6 世纪以后，日耳曼

人的农村公社成员开始出现财产分化，“这种财产分化

在 6 世纪以后开始转为社会分化……自由人中间的社

会分化不可避免地转为阶级分化，形成新的统治阶级

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10]。尹曲也

认为，村庄共同体早在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的过

程中就走向了解体，其原因是“日耳曼农村公社所固

有的二重性导致私有制的因素逐渐扩大，集体所有制

的因素逐渐缩小”[11]。另一类是新一代的史学家。他

们以新的史料和理论为基础，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例

如，赵文洪认为，村庄共同体是与公地制度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据此，他提出这种共同体应该是伴随着圈

地运动的开展而逐渐地走向了衰落。“该制度在 18、

19 世纪大规模消失，而其最后消失地是在法国，时间

为 20 世纪 60 年代。”[12] 

对于英国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如

此复杂的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村庄共同体基本特

征的界定。如果以公有制成分的大小作为衡量村庄共

同体存在的唯一标尺，这显然并不合适。因为村庄共

同体本身就是典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相并存的所有 

制形式，“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  

充”[13](484)；如果把公地制度作为村庄共同体的主要特

征，从而认为圈地运动是村庄共同体走向衰落的重要

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公

地制度是否就等同于村庄共同体呢？这也是有一定争

议的。因为在英国，并非所有的村庄共同体都实行公

地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将公共权利作为村庄共同

体的主要特征应该比较符合其内在含义。因为从具体

的史实来看，公共权利贯穿于村庄共同体的始终。它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土地上的公

共权利，它既包括未开垦地也包括开垦地上的权利。

前者是指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的森林、牧场、荒地等集

体财产权，后者则是指在开垦地上公共放牧以及捡拾

庄稼的权利。另一方面是指，村民管理村庄事务的公

共权利，它是指全体村民共同管理(强调它的平等性)

以及独立管理(强调它的自治性)村庄事务的权利。这

两种公共权利共同构成了村庄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因

此，对于英国村庄共同体衰落原因的考察应该从这两

个方面入手来加以分析，而不能单单以公有制或者公

地制度的消失来作为其解体的标志。从历史发展的脉

络上来看，土地上公共权利的丧失是从公地制度的被

破坏开始的；管理村庄事务公共权利的丧失，则是随

着农民的分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村庄被纳入到了

国家(或者王权)的地方行政组织后丧失的。 

 

二、公地制度的瓦解与土地上 
公共权利的丧失 

 

如前所述，在中世纪英国村庄共同体中，土地上

的公共权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未开垦地

上的权利，即对村庄周围的荒地、沼泽、森林以及矿

藏等公有地的使用权；另一方面是指开垦地上(敞田制

下)的权利，如庄稼茬的放牧权以及拾穗权等。 

首先，我们来分析未开垦地上权利的丧失。未开

垦地上公共权利的丧失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导致的。 

第一，圈地运动使得未开垦地变为了私有地，从

而剥夺了农民在其上的公共权利。国内外学术界对于

圈地运动的研究已经十分充分，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果。但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开垦地上的圈地，

而对于未开垦地圈占的研究则涉及较少，这里做一简

单介绍。按照惯例，“条田的耕作者拥有在公共牧场和

荒地进行放牧以及捡拾木材、豌豆以及其他的一些物

品如石头和煤块的权利”[14]。村民的这些公共权利是

自古就有的，并且一度所拥有的范围很大，尽管经过

一段时间的慢慢侵蚀，即使到了 16 世纪也并没有完全

消失[15](5−13)。最初是封建的领主将村庄周围的森林、

草地和荒地圈围起来进行放牧，这一做法遭到了村民

的集体反对。于是他们采取了与村民协商的方式来加

以解决，最终把这些公共土地归为己有，这种圈占公

地的方式被称为“协议性圈地” (Enclosure by 

Agreement)。例如，很多贵族就是通过协议圈地来消

除未开垦地的公共权利，将公地的所有权完全收归己

有的[16]。之后，很多农民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他们

“不断扩大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力，甚至把公有地完全

据为己有”[9]。例如，在亚德利地区发生了 3 起关于

推倒树篱的起诉，那些圈地的人都有普通的名字，如

爱德文的儿子理查德等。显然，他们都是将公地占为

己有来扩大自己持有地的农民……这些显然零星的关

于剥夺放牧权的起诉，明显地反映出人们试图保留许

多当地人的公共权利，原告们往往代表着支付律师费

用的一群佃户或是整个共同体[17](58−59)。对公共土地的

圈占最初规模较小，根据 1517—1607 年间英国政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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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查委员会的资料统计，1455—1607 年在英格兰中

部、东部 24 个郡共圈地 516 676 英亩，虽然规模不大，

只占土地总面积的 2.76%[18]，但圈占的重点则是农民

历来所共有的森林、草地、池沼或荒地等集体财产。

而且对未开垦地的圈占也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1235

年的《麦尔顿法》和 1285 年的《威斯敏斯特法》都承

认了领主圈占部分荒地的权利[19](198−211)。他们在这些

未开垦地四周筑上了篱笆，挖上了壕沟，把原来集体

公有的土地变成了私人土地，从而导致了“私人的   

草地和牧场稳步增加，而公共牧场则慢慢地被排除 

了”[20](369)。随着这些公共土地的被圈占，附着于未开

垦地上的公共权利开始丧失。 

第二，公有地的出售或者出租，也加快了农民在

未开垦地上公共权利的丧失。中世纪晚期，很多的村

庄共同体出于公共的目的，会把村庄的公有地出售、

转让或者出租出去，所得来的收入，或者是放入公共

的财政之中以备急用。例如，“有些地方以出卖公有  

地的所得来支付公路、学校和其他地方设施所需费 

用”[21](128)。有时，村庄共同体还要出售一些公有地以

便用来支付对领主、国家或者教会所欠的债务。15 世

纪以后，由于村庄共同体连续不断的诉讼以及慈善活

动，使得村庄的财政背负上了沉重的包袱。大量的诉

讼使得村庄共同体的财政负担加重，迫使一些村庄共

同体不得不出售或出租一些公有地，这种情况在英国

是比较普遍的。例如，从 1373 年开始，霍利威尔地区

的公有地就出租给几个村民长达 20 年，其中托马

斯·亨廷顿、威廉·布朗宁以及约翰·特略各承租 11

英亩；布劳顿的惯例农集体承租了当地的沼泽地 38

英亩 1 罗德；伍德霍斯特的惯例农集体承租了当地的

草地 23 英亩半罗德；斯利普的惯例农集体承租了 29.5

英亩半罗德的荒地[22](27)。随着公有地的出售或出租，

大量的公有地逐渐地落入到私人手中，成为了他们的

私有财产。 

无论是圈地运动的进行，还是公有地的出售或出

租，都使得村庄周围的公有地越来越少。这些原本全

体村民共同享有的公共土地，现在逐渐被私人所占有，

进而排除了共同体成员在未开垦地上捡拾与放牧的公

共权利。 

其次，开垦地上公共权利的丧失。这种权利的丧

失就是排除耕地上的“共权”而扩大私权的过程，主

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其一，土地市场的形成。历史学家认为，东盎格

鲁地区可能是土地市场最早形成的地方。从最早的法

庭卷档中我们发现，“早在 13 世纪中期就有清晰的迹

象表明，那里有小块土地的买卖”[23](145)。到了 15 世

纪以后，土地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土地的流转也更

加频繁了。根据 15 世纪的亨伯里庄园法庭记载，那里

每次开庭时都会有 4 件土地交易的记录，而每年至少

有 16 件，这意味着每年要有 10%的土地被交易[24](301)。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土地的交易更多是在家庭之外完

成的。在英国的东部和中部，“大量的农民把土地转移

给了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他们有的交易 1 英亩、

半英亩或者是四分之一英亩。在这些地区，家庭成员

内部的土地转移仅占总交易额的 19%左右”[25]。在海

尔斯欧文地区，从 1430 年开始，大多数土地交易的双

方都已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即使那些亲属关系较远

的交易也没有[26]。这种家庭之外的土地交易，打破了

以往家庭继承的原则，使得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

的手中。当然，“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不是使土地愈

加集中到封建领主手中，也不是趋于越来越分散的小

农经营，就大多数情况来看，是一般农户，尤其是经

营不善或获得了更适宜谋生出路的小农，将土地出租

或卖给有一定经济实力且有较强经营能力的大农”
[27](144−145)。例如，在莱切斯特郡斯托顿庄园，“到 15

世纪后半叶，一些佃农手中持有了 2 个或者 3 个维尔

格特的土地，换句话说，他们手中有超过 70 英亩的土

地”[28](5)。在贝特福德郡的黑灵顿，有一个叫约翰·沃

德的农民，在 1406—1450 年间，共进行了 13 次土地

交易，在 1426 年时就已经获得了 4 维尔格特和 12 英

亩的土地[29](205,210−211)。土地的自由买卖，说明个体农

民支配土地的权利增强了。他们打破原有的条田制，

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经营，秋收之后，耕地也不再向

村民开放，此时的土地已接近于私人的财产，这必然

要排除其原有的共权。“因为随着市场交换的发展，人

们迫切要求将支离破碎的条田集中起来，要求打破敞

田制下的公权，确立私权。”[30]原来在敞田制下所推

行的庄稼茬放牧、捡拾庄稼等公共权利也因此被限制。 

其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旧有的农业体制

下，农民耕种土地时要受到传统惯例的制约，甚至连

播种和休耕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当别人耕种庄稼

之时，其他人也必须一起耕种，当其他人按照古老的

惯例进行休耕时，他也必须休耕”；“任何人都不能在

休耕地里播种庄稼，否则将没收其产品并处以半马克

罚金。”[31](24)这种规定的目的在于让耕种者在休耕之

时，或者收获之后把个人的土地向全体成员开放，让

共同体成员受益。正如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所

描述的那样，一旦收割完毕，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有

权就开始“休息”了。但是到了 16 世纪以后，英国的

人口有了快速增长。据统计，17 世纪时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人口为 550 万，到 18 世纪末则为 900 万，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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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近一倍左右。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条田制、轮

作制、强制共耕和休耕等传统的耕作模式不再适合欧

洲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因为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并不

能提供高效的农业经济来供养当时的人口。在这种形

势下，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引入敞田农业。例如，在

牛津郡大泰夫村中，有 60 到 80 户家庭，经过长达 5

年之久的争论后，他们最终同意把耕地由三圃制变为

9 块轮耕[32]。自由耕作促进了新品种的引进，新农艺

的实施和耕种方法的改进，导致原有的三圃制或二圃

制开始动摇，休耕地逐渐减少。例如，“在沃里克郡的

昆顿庄园，那里从 1495 年以前的某个时期开始，就采

用了 4 圃制，这导致了只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休耕；还

有些地区则干脆不再经常改变整个耕种面积——如将

二圃制改成三圃制那样——而是如搭个便车或者钻个

孔一样，即拿出部分休耕地的土地，然后在上面种植

庄稼”[17](62,78)。休耕地的减少，加上土地上种植农作

物的种类、时间也不尽相同，使得庄稼的收获时间也

不再统一，因而共耕共牧也难以进行，“作为敞田制核

心内容的公共放牧权” [33](47)实际上已经逐渐被消   

除了。 

面对土地上公共权利的丧失，村庄共同体也作出

了一些回应。例如，在村民的一致请求下，1517−1518

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针对伯克郡、

白金汉郡、莱斯特郡、北安普敦郡和沃里克郡的诉讼

情况进行调查。他们纷纷请求保留村庄共同体中的公

共牧场，保留在公有地上捡拾和放牧的权利，并强制

要求人们用镰刀来收割庄稼，禁止私人的羊群，保留

公共的牧群等等。在 18 世纪的坎布里亚郡，很多佃农

坚决抵制领主削弱他们公共权利的企图[34](33)。1772

年，索福克的一个农场主由于不让穷人去他的地里捡

拾庄稼，结果他被捡拾者从马上拉了下来，并拖着过

了一条河，继而又被悬挂起来晒干[35]。共同体成员的

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直到 18 世纪晚期，

在提姆沃斯堂区，当地居民仍然可以在空地、收割后

的庄稼茬、休耕地以及其他公共区域进行放牧 [36]。这

些都表明了尚未转化的农民——这一前资本主义的社

会阶层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反映了已延续千

百年的土地上的公共权利在经受资本主义经济强有力

的冲击后，已经江河日下、日渐衰落，以至于迫使依

赖于它的贫困农民，为维护它的存在而不得不奋起  

斗争。 

总之，到了 16 世纪以后，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

土地私权的确立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共同

体成员原来在土地上的公共权利遭到了破坏。此时的

村庄共同体已经无法逆转历史发展的洪流，尽管它也

作出种种调整试图按照旧有的方式去管理乡村。但是，

由于村庄共同体所提倡的土地占有权和所有权相分离

的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从而使得共同体成员

在土地上的公共权利步步萎缩。直到 1788 年，英国的

法律明确宣布土地上的公共使用权利不再合法时，这

种公共权利于是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三、管理村庄事务公共权利的丧失 

 

如前所述，管理村庄事务的公共权利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共同体成员共同管理村庄事务的公共权

利(强调其平等性)；二是共同体成员独立管理村庄事

务的公共权利(强调其自治性)。 

(一)农民的分化与共同管理村庄事务权利的丧失 

在中世纪的村庄共同体中，“由于共耕共牧习俗的

存在，再加上共同承担来自领主或者国家的劳役以及

共同反抗领主斗争的需要，使得共同体成员能够紧密

地团结在一起”[37](235−240)。他们一起参加村民大会，

共同管理村庄的有关事务。但是，从中世纪晚期开始，

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内部出现了

分化——富裕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兴起[38−41]。正如

侯建新所指出的那样：“以农民群体物质和精神力量普

遍发展为坚实基础，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

富裕农民逐渐崭露头角，到中世纪晚期，作为一个稳

定的阶层脱颖而出。”[42](183)这些富裕的农民雇佣他们

贫困的邻居做日工或者长期的帮工和仆工，还出租给

他们一些畜力和农具以便他们能够耕作自己的土地，

在食物短缺的时候还出售给穷人以粮食；他们经常出

入市场，出卖他们生产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因此，

在乡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拉兹通过对海

尔斯欧文村庄的研究后指出：“不得不承认，在黑死病

后，海尔斯欧文的贫困人口和富有人口之间的差距被

不断的拉大了。尽管平均的持有地大小以及牲畜的总

头数，在黑死病之后都有所增长，然而，富裕农民的

土地和收入的增长数额要远远的超过了那些较为贫困

的农民。”[43]这些富裕农民是作为债权人、购买者、

土地的承租人以及谷物和动产的贩卖者等形象出现

的，作为雇主，其实力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贫困的邻

居，甚至村庄的啤酒制造也被富裕的农民所垄断[43]。

富裕农民的兴起，对村庄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富裕农民掌握村庄经济大权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

的结果——那就是他们开始主导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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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正如希尔顿所指出的那样：“介于领主和个体农民

之间的是村庄共同体，而实际上代表村庄共同体的都

是乡村的头面人物；他们是富裕农民的杰出人物，没

有他们的合作领主就很难进行管理。”[44](9)农民内部的

经济差异，使得较为富有的农民能够利用更大的经济

手段去控制他们贫穷的邻居，因此，他们在村庄的政

治生活中也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例如，“在特林(Terling)

村庄，富裕的约曼和手工业者占据了治安官、教堂看

守人、济贫员以及陪审员等职位，那些较为贫困的村

民则被‘有效地’排除在村官之外” [45](92)。在

1279—1346年，埃尔顿村庄中共有大约 200多户村民，

他们中有 49 户曾担任过村官，这些人基本上是村庄中

的精英分子。其中有 8 个家庭中的成员担任了 101 次

村官；有 14 个家庭中的成员担任了 39 次村官；有 21

个家庭曾担任过 41 次村官。只占村庄人口 3.5%的这

8 个家庭，他们的家庭成员所担任的村官次数超过了

全体村民一半以上[46](59−60)。这些人在村庄共同体中形

成了寡头政治：他们的意愿通常能够左右村民大会甚

至全体村民投票的结果；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得

到更多的土地，并逐步扩大他们使用村庄公共资源的

权力，甚至完全占有了公有地；他们还想方设法减少

对领主和国家的义务，避免军役，等等。例如，“在

1334 年，当国王向共同体征收世俗补助金时，村官们

就转移部分负担给大部分人口——或许是一个地区的

一半人口——这些人在原来的税收体制下已经被豁免

了”[47]。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指

富裕农民)占据着村庄中这些职位的目的并不是因为

他们有深深的责任感，而是因为这些职位赋予了他  

们进一步实现其目的、强化其经济支配地位的权   

力”[5](240−241)。“富裕农民主宰村庄共同体的局面最初

受到了来自贫困农民的有力抵制”[32]。例如，一些贫

困的农民把富裕农民侵权的行为上诉到王室法庭，力

图寻求司法的帮助，控告他们独占公共牧场或者在公

有地上放牧绵羊的数量过多等等[48](116)。但是，最终他

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由此可见，随着村庄共同体内部的分化，原来那

种平等协商、共同参与管理村庄事务的情况已经不复

存在；共同体的集体共识和集体行为，逐渐被少数富

裕农民的意志所取代；村庄共同体正在失去它原始的

平等以及民主的因素，贫困的成员逐渐地沦为了村庄

中的二等公民，他们逐步地失去了共同管理村庄事务

的权利。 

(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独立管理村庄事务权利的

丧失 

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到了 15 世纪以后，经过百

年战争、胡斯战争、红白玫瑰战争等一系列战乱，几

乎所有的人都渴望建立一种强大的政治秩序。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下，加强君主在国家范围内的权力，使之

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用国王的

世俗统治替代罗马教皇的精神统治，就成为一种普遍

的要求。因此，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王权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把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

最早的“民族国家”。 同时，处于地方势力和罗马教

皇双重夹击下的国王也迫切希望摧毁这两种势力，来

加强王权，实现统一。因而民族国家的形成，首先，

就是要摧毁民族国家建立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罗马

教皇的权威；其次，就是要确立国家的主权——“一

种绝对的和永恒的国家权力”。具体到英国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前者是通过宗教改革的形式来实现的；后者

则是通过以国家的权威直接控制地方基层组织来实现

的。正如布鲁姆所说，“由于国家介入领主与农民之间

的问题，从而把新的规定和需求引入到了乡村”[9]。

这就意味着村民独立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利受到了一定

的限制，而这种限制也最终使得村庄共同体走向了  

解体。 

首先，为了加强对乡村组织的管理，在村庄中实

行选民制，从而打破了以往全体村民独立管理村庄事

务的惯例。例如，“在 20 世纪早期，在英国诺丁汉郡

莱克斯顿的敞田制村庄，那里的农民必须要在村庄中

拥有一处‘住宅’，一间房屋或者一块土地，他们才能

拥有在休耕地和公有地上放牧家畜以及在村民大会上

投票的权利，一个村民可能拥有多处宅地，那么每块

宅地都有一票”[49](8)。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和德国也都

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对选民资格的限制就意味着那些

小土地所有者、茅舍农、无地的劳动者、寄宿者、仆

工或者雇工等，都被排除在管理村庄事务的公共权利

之外，这样更有利于国家对地方事务的控制。 

其次，削弱村民大会的权力，由政府所支持的村

民委员会取代村民大会，成为了村庄的真正权力核心，

进一步削弱了村民独立管理村庄事务的公共权利。例

如，在 14 世纪的杜尔海姆修道院庄园，一些村庄选举

了一个 4—6 人的村庄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中，有一些

人是自由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下次村民集会

前起草村规[31](59)。此时的村民大会已经由村庄中最高

权力的机构，逐渐地变为了村民委员会的附属机构。

一些村庄中的重大事宜也不再由村民大会来处理，它

只负责一些无关痛痒的事务，如负责选举村庄的校长

等；村民大会不再是村民之间平等协商的会议，而转

变为少数村民替代其他村民行使权利的地方。由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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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来代替村民大会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看法不一。有的人认为：“村民委员会的出现避免了频

繁地召开村民大会和长时间讨论的必要。”[50](19)这是

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也有众多的反对意见，这里

我们不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由国家所支持的村民委员会取代了村民大会，剥夺了

多数人直接管理村庄事务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

村庄共同体的独立自治地位。 

再次，用普通法取代地方的惯例，从法律上彻底

消除村庄共同体的独立性，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在

中世纪的英国，每个村庄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让领

主和他的管家痛苦的是，每一个村庄的村民都制定了

一些以他们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村规。”[31](59)如此众多

的村规惯例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以及王权的加强。因此，

利用普通法的权威代替地方的习惯法就成为了必要。

例如，按照中世纪的习惯法，秋收之后，村庄的所有

土地都要对村民开放，村民可以自由地捡拾庄稼。但

是在 1788 年最高民事法庭审理有关捡拾权的诉讼中

却指出，捡拾权是一个相当狭隘且有限的权利。因此，

法庭认定捡拾权只是一种“私权”，不是“公权”。法

庭最后判定：“按照普通法的规定，自此以后，如果捡

拾者在没有得到土地所有者同意之前就进入地里去捡

拾庄稼，将视为非法侵犯。”[35]尽管 1788 年的审判遭

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它却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判

例，成为了后来英国法律词典以及法律手册中判例法

的标准，甚至 1 个世纪以后的法律汇编中还把它称之

为“最有影响力的捡拾案”[35]。通过对习惯法中公共

权利的限制，不仅提高了普通法在地方的影响力，而

且也有利于国家对地方事务的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村庄共同体独立的法律地位。 

通过上述的手段，到了近代以后，村庄共同体被

逐步地纳入到国家政府的轨道上来，村民独立管理村

庄事务的公共权利彻底丧失，村庄成为了地方的行政

组织机构。 

 

四、结语 

 

随着土地上的公共权利以及管理村庄事务公共权

利的丧失，到了近代早期，英国村庄共同体不可避免

地走向了衰落。但这种衰落绝不是一两个因素所造成

的。公地制度的破坏只是村庄共同体走向瓦解的一个

方面，而且“村庄共同体通常是一个集体劳作与共同

管理的单位，但它也并不是一个以体系完整的公地制

度为基础的”[51](3)。就英国而言，以公地制度为基础

的敞田制农业只是分布在中部地区，而在东南部和东

盎格利亚以及西部的康沃尔到湖泊等地区，像中部地

区那样的典型村庄分布的则较少，大多数人都是生活

在分散的小村和农庄之中[52](1−31)。在这些分散的小村

落中，土地并没有实行敞田经营，但村民之间施行的

也是一种合作经营的模式[53](108−112,269−272)。他们与相邻

的定居点之间共同分享着林地和牧场等公共资源，集

体服劳役以及交纳租金，共同承担来自国家的义务。

这显然也是一种共同体组织。而这类共同体的解体则

与乡村工业的发展有关。从 17 世纪开始，在这些分散

的村庄之中发展起了乡村工业，从而使得乡村中工业

人口增长迅速。“这些工人尽管出身于农村，但此时他

们已不再关心有关农业以及村庄共同体的相关事宜

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古老的公共惯例的废止

以及村庄财产的分化。”[32]因此，仅以土地制度的变

革来解释村庄共同体衰落的原因显然并不全面。 

笔者认为，无论是圈地运动的开展，还是民族国

家的兴起，之所以能够摧毁古老的村庄共同体组织，

其根本原因在于内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共同

体内部生长出足够强大的个体力量，而且这种个体力

量的增长还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时，才会最终突破共

同体的束缚。从物质层面而言，这种个体农民力量的

普遍增长离不开英国乡村的“前原始积累”[42](34)。正

是英国的农民经过漫长的物质积累，到了中世纪晚期，

终于具备了足以冲破共同体束缚的强大经济实力。就

精神层面而言，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进行，人

文主义思潮开始兴起。他们强调私人财产权利的神圣

性和排他性，从而为打破公权、实现私权提供了法理

上的依据。例如，在 1788 年有关拾穗权的诉讼中，土

地所有者利用法律来削弱村民进行捡拾的公共权利，

实际上就与私人财产观念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54](143−14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到了中世纪晚

期，他们终于突破了村庄共同体的种种限制，最终在

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变。 

综上所述，公共权利是村庄共同体的基石，它的

存在使村庄共同体能够按照传统农业社会沿袭下来的

经济平等原则在中世纪继续存在。这种原则，一方面

限制富有者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贫困农民提供基本的

生活条件，由此支撑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

络，维系着人人都有口饭吃，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吃饱

的传统农业社会。公共权利的丧失，不仅意味着村庄

共同体为农民提供的、可以依赖的经济条件的减少，

同时也意味着农业社会的平均主义经济准则的破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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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约束力的衰落。当资本主义所倡导的经济法则

把一部分人引上富裕之路，同时把另一部分人抛向破

产的困境之时，村庄共同体再也无力逆转这一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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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cline of village community in England 
 

CHEN Li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China) 

 

Abstract: Village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in England, whose decline should 

be marked by the total loss of the common rights in the village as a sign. And such loss mainly includes two meanings: 

one refers to the loss of common rights of land, namely, loss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uncultivated land and 

gleaning and grazing rights of the asset; the other refers to the loss of their rights of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in 

the village, namely, their loss of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independent management of village affairs rights. The former is 

accompani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common land, while the latter is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with the division of peasants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 the village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of the nation (or 

the crown). Exploration of the above issues will further specify the real force of driving the village community to 

decline, which, rather than the result of the enclosure movement or the plunder of the capitalists, results from the 

general increase of the strength of individual farmers. 

Key Words: village community;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common rights; en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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